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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

———兼论最优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

吕　洋　聂正彦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理解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互动关系是优化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识

别出人口流动会带来地方财政支出的分化,并基于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与人口流动选择理论,分析人口流动如

何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与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研究发现,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人口流动将导致地方政府

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错位,引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分化并拉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比较三种公

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的经济福利效果发现:“户籍改革”模式虽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兼具较高经济效率与社会

公平;“转移调剂”模式最利于社会公平但经济效率最低;“户籍管制”模式则面临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数值模拟

结果显示,２０１４年后中国已从“户籍管制”模式转向“户籍改革”模式,步入公平与效率相容阶段.当前模式虽取

得明显成效,但还需继续围绕“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政策方向深化改革,在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同时进一步释放经济效率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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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同样强调:“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将“稳
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加强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无疑,
在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更加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共享,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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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政策,助力推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可及,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

举措.
人口流动作为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突出特征,也是经济快速发展和深刻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表

现.自１９８２年以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由最初的６５７万人持续增长,至２０２１年达到３．８５亿,其占总人口

的比重由１９８２年的０．６５％上升至２７．３％.人口的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会引致区域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分化并加剧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因此,中国亟待制定更加

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政策,在解决群体、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学者们围绕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地方财政分化以及如何平衡地区间财政差距的问题已经

进行了大量探索,从已有文献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涉及人口流动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的互动关系.在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层面,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养老保险、社保基金及

教育等具体财政支出领域的区域分化问题[１][２],有研究指出在属地化管理框架下,人口流动将导致财

政缴费地与受益地分离,由此加剧地区间财政负担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分化[３].在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层面,既往研究着重关注公共服务在个体流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

“用脚投票”机制[４].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用脚投票”机制是否适用长期存在争议,但近年

来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已为其适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５].第二类文献涉及人口流动背景下

的最优财政区域协调策略.财政平衡问题是全球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如何实

现地区间财政资源协调,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国外研究多关注移民对迁入国的财政收益

与社会福利效应,并形成相应的财政优化策略[６],但普遍忽视对迁出国的分析,且其移民情境与中国

的人口流动存在本质区别.在中国特有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常伴随“人户分离”现象,故其对流入地

和流出地的财政影响同等重要且相互交织,使得国外结论难以直接适用.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等议题,主张通过财政调剂来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区域财政失衡问题[３].第三类文

献涉及既定政策目标下的最优人口流动规模问题.已有研究指出人口(劳动力)的迁移流动本质上也

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７].人口流动既有助于提升效率,也可以促进区域公平[８],而制度障碍对人口自

由流动的限制将会损害效率与福利[９].并且基于不同的政策目标,经济均衡处的最优人口流动规模

也不同[３][１０].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已从人口流动角度对地方财政支出分化现象做出一定解释,但其

对财政支出的刻画相对局限于单一支出项目上,未从更加宏观的生产性—福利性财政支出配置视角考

察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分化的影响,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现有文献针对人口流动背景

下如何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也缺乏直接探究和阐释,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学术空白.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Dynamic

Survey,CMDS)和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城市面板数据,针对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间的双向互

动关系展开计量分析.在以上经验辨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非对称的地区竞争框架出发,结合人

口流动选择理论,分析探讨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与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及其内

在作用机制,并对户籍制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挖掘与阐释.然后,以帕累托最优与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为切入点,评估各类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的经济福利效果,以此探究最优

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的设置问题.相比既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

破以往对单一支出项目的分析,从更加宏观的生产性—福利性财政支出配置视角,系统剖析了人口流

动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导致其财政支出行为分化,并最终拉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内

在机制,拓展了相关研究视野.二是紧扣中国户籍制度这一关键约束条件,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现实

数据,揭示了户籍管制下人口流动如何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错位,从而丰富对

中国特有的区域财政失衡问题的理解,拓展了相关研究情境.三是立足于对“公平—效率”权衡关系

的探讨,将“户籍管制”“转移调剂”及“户籍改革”三类区域协调模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量比较了经

济效率与公共服务均衡效果,进而为中国当前如何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与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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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流动和地方财政支出分化

人口流动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的互动关系,本文将充分利用CMDS和

城市面板数据对其分别展开计量分析,尤其是针对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影响给予明

确检验,进而为下文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经验辨识.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与人口流动的作用关系

围绕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与人口流动的作用关系,本文着重考察以工资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和

公共服务因素在个体流动决策影响中的相对变化.本文主要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CMDS数据,在结

合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从个体层面围绕城市工资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从动态变化视角,间接检

验已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选择所受到的影响.在样本选择上,本文选定流动人口为１５~６４岁的

适龄劳动力,且仅保留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以及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样本;为增强样本代表性,进一步

将流动范围限定为跨省与省内跨市流动,剔除市内跨县及跨境样本.根据主要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

如下二值选择模型进行验证:

Ppmdi,j,t＝１|wagej,t１,pubsj,t１,X( ) ＝Fβ０＋β１wagej,t１＋β２pubsj,t１＋X＋εi,t( ) (１)
式(１)中,下标i和j分别表示流动个体及其当前的居住城市,t为时间,X 为控制变量集,εi,t为

误差项.pmd为测度人口流动状况的二值变量,根据历年CMDS问卷中关于“您之后是否打算长期

居住(５年)以上”问题的回答选项,将回答“打算”的样本赋值为１,表示个体不选择流动并继续在居住

城市居留;将回答“返乡”“继续流动”“没想好”等选项的样本赋值为０,表示个体具有迁出居住城市的

意愿[１１].Ppmdi,j,t＝１( ) 表示流动人口选择在居住城市居留的概率,F 􀅰( ) 为累积分布函数.wage
为城市工资水平,用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pubs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用户籍人

口人均福利性支出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福利性支出由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三项加总

合计.为缓解反向因果干扰,故将城市工资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作滞后一期处理.此外,根据相关研

究做法[５],回归中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流动人口流动决策的个体、家庭特征因素.前者包括:年龄及

其平方项、性别、户籍状况、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后者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居住类型(是否独居).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１第(１)~(３)列和第(４)~(６)列分别给出了基于 Probit回归和

Logit回归的结果.二者结论基本一致:城市工资水平始终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但其效应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样本中强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样本;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则随时间推

移而变化,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样本中不显著,而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样本中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以上结果

表明,在影响人口流动的城市特征因素中,工资水平一直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因素,但其影响效应

随时间推移有所衰减;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则随时间推移逐渐凸显,尤其在２０１４年户籍制度改革深

化后① ,为获取更优公共服务而流动的“用脚投票”机制的作用效果开始显现.这就意味着,此时人口

流入地若仍按户籍人口配置公共资源,将削弱其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表１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与人口流动的作用关系

变量

(１) (２) (３)

Probit回归结果

全样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４) (５) (６)

Logit回归结果

全样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工资水平 ０．４６８∗∗∗ ０．８３８∗∗∗ ０．２７５∗∗∗ ０．７８３∗∗∗ １．３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１０２) (０．２１１) (０．７０５) (０．１７３) (０．３４９) (０．１２４)
公共服务水平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７９７９ ４６１３３ ６１８４６ １０７９７９ ４６１３３ ６１８４６
PseudoR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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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作用关系

本文基于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配置的作用关系展开实证考察.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主要选取城市户籍人口人均福利性支

出(单位为元/人)与福利性支出占比(即福利性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单位为％)两类指标

予以刻画.本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２).

yj,t＋１＝β０＋β１migrationj,t＋Xj,t＋μj＋νt＋εj,t (２)
式(２)中,下标j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Xj,t为控制变量,μj和νt分别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j,t

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yj,t＋１包括j城市t＋１期的人均福利性支出指标和福利性支出占比指标,将
被解释变量延后一期也是为了减弱由“用脚投票”机制所导致的反向因果关联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

扰.核心解释变量migrationj,t为城市的人口流入率,用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与户籍人口

总数的比值来衡量.回归中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城市特征因素,具体包

括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平方项(用人均 GDP的自然对数及其平方项衡量)、市场化程度(用城镇私营和

个体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值衡量)、人口密度(用常住人口与城市行政面积之比的自然

对数衡量)、人口规模(用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

量)、金融发展水平(用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 GDP的比值衡量)、转移支付力度(用中央对各地区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额衡量)以及财政自主度(用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值衡量).
表２第(１)~(３)列和第(４)~(６)列分别给出了以人均福利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占比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人口流入率对人均福利性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福利性支出占比则

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人口流动会显著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分化,且在户籍制度以及与之

配套的财政支出责任安排下,上述分化现象还会引发不同流动情况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表２ 人口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作用关系: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人均福利性支出

(４) (５) (６)

福利性支出占比

人口流入率 １１．０５８∗∗∗ ２８．９８５∗∗∗ １３．６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９∗∗∗

(１．７７９) (０．８１３) (１．５４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３ ５１１３
R２ ０．８８６ ０．７８７ ０．９１５ ０．６１７ ０．５３２ ０．７２０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并增强结论稳健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人口流动与地方财政支出配置的

作用关系进行再检验.参考现有相关研究[１２][１３],工具变量选取城市历史的人口流入率与落户门槛指

数.由于这两个变量不随时间变化,本文还参考已有研究关于双维度工具变量的处理方式[１４],引入

全国对应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并与城市历史的人口流入率及落户门槛构建时变交互项作为最终工

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② ,当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分化的

影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综合以上结果,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一方面流出地相对较高的福利性支出占比会挤占生产性支

出,抑制生产效率和工资增长;另一方面流出地相对较低的户籍人口人均福利性支出水平又会削弱公

共服务吸引力,二者共同加速人口外流.人口规模与劳动力资源是影响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基础,并
且随着“用脚投票”机制在人口流动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口流出必然使得流出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陷入“财政负担加重—生产性支出占比下降—居民工资性收入降低—人口流出—财政负担进一

步加重”的恶性循环,且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化了这一过程.据此,本文拟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深入

剖析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分化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对人口流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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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如何设计恰当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予以探析.

三、基于地区竞争模型的户籍制度评估

围绕对以上特征事实成因及机理的理论阐释,本文一方面在参考 Cai和 Treisman研究的基础

上[１５],将人口流动因素引入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以此探讨人口流动对地方财政支出分化的影响;另
一方面借鉴张熠等的研究[３],从帕累托最优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出发,探索不同公共服务区域

协调模式的经济福利效果.本文先以“户籍管制”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为分析起点,进而

纳入对其他协调模式的考察,具体包括“转移调剂”和“户籍改革”模式.
(一)“户籍管制”模式

在“户籍管制”制度下,流动人口难以平等享受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虽然中国绝大多数的

流动人口已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和居住,但因缺乏户籍保障,其获取的公共服务待遇仍低于本地户籍

人口,由此形成了以户籍为边界的公共服务壁垒.因此,“户籍管制”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将各自为政配

置财政资源,进而参与地区竞争.

１．个体.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地区j∈ ０,１{ },每个地区都有１单位人口(或劳动力).个体根

据其在每个地区所获间接效用的大小来选择工作或居住,其跨地区流动存在流动成本.地方政府通

过一个“税收—财政支出”的公共政策体系向辖区内的所有劳动者征收工资税③ ,并用于生产性经济

建设和改善民生福利.假设地区j的工资税税率为τj,工资水平为Wj,实际收入为 １τj( )Wj.不失

一般性,假定地区０为人口流出地,地区１为人口流入地,则必有W１＞W０
④ ,不妨假定相对工资φ＝

W１/W０＞１.此外,人口流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流动成本.假设地区０的第i个个体的异质性流动成本

为Ti,当其选择流动到地区１后,其所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max
ci０

Ui＝lnci
０＋m;s．t．ci

０≤W
－

０
－ ＝ １τ１( )W１＋γe０ Ti m (３)

式(３)中,e０为地区０的地方政府向当地所有户籍人口统一提供的福利性支出也即公共服务.

γ∈ ０,１( ) 为流动磨损参数,表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下,公共服务的属地化特性将会导致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面临不平等的公共福利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往往会对流动人口造成

物质或心理上的隐性损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人口在户籍所在地公共服务的异地分享方面存在

的额外损耗,本文将其量化为收入损失,γ 越小则损耗越大.例如,随迁子女入学门槛和留守就学成

本均会增加流动人口教育支出,医疗保险异地报销也会推高流动人口就医成本[５].基于以上设定,个
体的总流动成本为Ti＋ １ γ( )e０.其中,Ti是与个体特征有关的部分,如个体人力资本、健康状况、
社会网络关系等,该项成本因人而异,故定义为个体的异质性流动成本;１ γ( )e０是与公共服务的属

地化特性有关的部分,且受公共服务的异地转换摩擦、流入地的行政区划级别、制度建设甚至文化风

俗等因素的影响,该项成本对所有流动人口一视同仁,故定义为个体的同质性流动成本.将地区０的

流动人口标记为０
－,以此与其他未流动户籍人口形成区分.W

－
０
－ 为流动人口可以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

入总额.此外,式(３)的预算约束还意味着将经济体的消费品作为计价物(即将其价格标准化为１),
消费品可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为简便分析且不干扰本文核心论证问题,在此还忽略对贸易成本的

考量.
与上述效用最大化问题相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i
０
－ ＝V １τ１( )W１＋γe０ Ti[ ] (４)

如果个体不选择流动,与之相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０＝V １τ０( )W０＋e０[ ] (５)

对于临界的流动人口而言,其流动和不流动的间接效用相同,即存在一个T
􀬈

使得Vi
０
－ ＝V０.这就

意味着,对于地区０,异质性流动成本高于T
􀬈
的个体会选择留在当地,否则将会流向地区１.为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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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进一步将个体异质性流动成本标准化为ti＝Ti/W０,ti的累积分布函数为Fti( ) ,０≤ti≤t－,满

足F ０( ) ＝０且F t－( ) ＝１.令t􀬈＝T
􀬈/W０为临界处的异质性流动成本值,则存在:

t􀬈≡ １τ１( )φ １τ０( ) １ γ( )e０[ ]/W０ (６)

因此,地区０会有Ft􀬈( ) 比例的人口选择流动到地区１,同时t􀬈和Ft􀬈( ) 也是人口流动规模的反映.
整体来看,个体流动决策除了取决于地区间相对工资外,还取决于户籍所在地福利性支出所决定的公

共服务水平,后者的提高(降低)会对本地区人口的流出产生反(正)向推力.由式(６)容易看出,如果

户籍所在地公共服务水平足够高,即使该地区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个体流出意愿依然较弱.而在不存

在公共服务属地化特性的条件下,人口流动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此外,户籍在地区１的个体也面临

着类似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但其不存在流动决策.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１＝V １τ１( )W１＋e１[ ] (７)

２．厂商.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代表性厂商,假定该厂商的纯技术效率为Aj,其由地区的技术特征、
制度以及其他禀赋因素所决定,不失一般性,假设A１＞A０.在地区j,代表性厂商的生产需要投入资

本(Kj)和劳动力(Lj)两种生产要素,对应的要素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分别为Wj和rj.资本可以在

地区间自由流动,根据“无套利”原则,两个地区的均衡利率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利率r,即rj＝r.对

于劳动力市场,假定其不完全流动,故φ＝W１/W０＞１.此外,假定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厂商的

生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１６],因此可将厂商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Yj＝AjGα
jKθ

jL１θ
j (８)

式(８)中,Gj为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如交通运输、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α、θ∈ ０,１( ) 分

别为生产性支出和资本的产出弹性.记kj＝Kj/Lj,根据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知:

Wj/r＝kj １ θ( )/θ (９)

３．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自为政,通过征收工资税来为财政支出融资.由于本文重点聚焦于对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行为的考察,故设定地方税率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不同地区的工资税税率并

不存在差异,即τ０＝τ１＝τ.因此,地方政府只需要决定本辖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从而在财政收

支平衡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财政收入来自当地所有劳动者的工资税(τWjLj);
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部分(Gj)用于经济建设,福利性支出部分(ej)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不妨令

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的比例为μj ＝Gj/ej
⑤ ,对于地区 ０,财政预算平衡条件为τW０L０ ＝

１＋μ０( )e０,则e０可表示为:

e０＝τW０ １ Ft􀬈( )[ ]/１＋μ０( ) (１０)
在“户籍管制”模式下,每个地区各自筹资用于满足自身财政支出需求.对于地区１,同理可得财

政预算平衡条件为τW１L１＝ １＋μ１( )e１,则e１可表示为:

e１＝τW１ １＋Ft􀬈( )[ ]/１＋μ１( ) (１１)
参考已有研究关于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设定[１５],假定地方政府既关心辖区税后总产出最大化,

也关心社会福利的改善.因而可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设为:

Uj＝ln １ １ θ( )τ[ ]Yj＋λlnej (１２)
式(１２)中,λ∈ ０,＋¥( ) ,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假定其在地区间并不存在差

异.λ数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偏好越强而对经济发展的偏好越弱.
结合式(８)和式(９)可知,当地区j 的地方政府决定投入生产性支出Gj时,减去其所能吸引到的

资本Kj后可得:

Yj＝AjGα
j

θ
１ θ
æ

è
ç

ö

ø
÷

θ Wj

r
æ

è
ç

ö

ø
÷

θ

Lj (１３)

根据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可知,地区j 的福利性支出规模为ej＝τWjLj/１＋μj( ) ,将其代

入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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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ln１ １ θ( )τ[ ] ＋lnAj＋αlnμj＋θln θ
１ θ
æ

è
ç

ö

ø
÷ ＋ α＋λ＋θ( )lnWj θlnr＋

α＋λ( )lnτ＋ α＋λ＋１( )lnLj α＋λ( )ln１＋μj( ) (１４)
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等同于通过选择μj来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即:

∂Uj

∂μj
＝
α＋λ＋１

Lj

∂Lj

∂μj
＋
α
μj

α＋λ
１＋μj

＝０ (１５)

根据式(６)可知:

t􀬈＋τ(１ γ)１ Ft􀬈( )[ ]/１＋μ０( ) ＝ １ τ( ) φ １( ) (１６)

不失一般性,假定ti在 ０,t－[ ] 上服从均匀分布,则当ti∈ ０,t－[ ] 时,概率密度函数fti( ) ≡
１
t－

.此

外,记式(１６)的左侧为M＝t􀬈＋ １ γ( )
τ １ Ft􀬈( )[ ]

１＋μ０
,根据隐函数求导法可知:

∂t􀬈

∂μ０
＝

∂M/μ０

∂M/∂t􀬈 ＝
t－ １ γ( )τ １ Ft􀬈( )[ ]

t－ １＋μ０( )２ １ γ( )τ１＋μ０( )
(１７)

根据地方政府最优的财政支出策略,可得到定理１:在“户籍管制”模式下,∂L０/∂μ０＜０,∂L１/∂μ１＞０,

μ∗
０ ＜μ∗

１ .这表明,对于人口流出地,生产性支出占比越高,人口流出规模越大;而对于人口流入地,
生产性支出占比越高,人口流入规模越大;且在均衡时,相对于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的生产性支出

占比相对更低.

４．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测度不同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的福利效应,本文以帕累托效率为

分析基准构建如下功利主义的加总社会福利函数:

SW＝ １ Ft􀬈( )[ ]V０＋∫
t~

０
Vi

０
－dFti( ) ＋V１ (１８)

式(１８)的右侧三项依次为人口流出地剩余户籍人口的总效用、流动人口的总效用以及人口流入

地户籍人口的总效用.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社会福利函数本质上是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来对社会

福利进行度量,因此仅包括对效率的考量,并未涉及对公平的考虑.
求解社会福利最优也即帕累托效率最优的问题等价于中央计划者经济均衡.中央计划者的最优

化问题是:根据个体的反应函数,在财政预算平衡约束下选择最优的流动门槛t􀬈以及财政支出配置e０、

e１、μ０、μ１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据式(６)所示的个体最优流动决策一阶条件,当中央政府选择了

t􀬈后,地区０个体的反应策略是:如果异质性流动成本ti≤t􀬈,则选择流出;如果异质性流动成本ti＞t􀬈,
则选择留在当地.综上,中央计划者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可写为:

max
t􀬈、e０、e１、μ０、μ１

SW＝∫
t~

０
Vi

０
－dFti( ) ＋ １ Ft􀬈( )[ ]V０＋V１

s．t．t􀬈≡ １ τ( ) φ １( ) １ γ( )
e０

W０
;e０＋e１＝

τ
１＋μ０

１ Ft􀬈( )[ ] ＋
τφ

１＋μ１
１＋Ft􀬈( )[ ]{ }W０ (１９)

在式(３)~(１８)构成的两地区模型框架下,求解可得:

t􀬈∗( )cen＝t－;μ∗
１( )cen＝０;e∗

０( )cen＝
１ τ( ) φ １( ) t－

１ γ W０;e∗
１( )cen＝ ２τφ

１ τ( ) φ １( ) t－

１ γ
æ

è
ç

ö

ø
÷W０.

这里的下标cen表示中央计划者经济.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的人口流动

规模为F t􀬈∗( )cen[ ] ＝１.这是因为,地区１的生产效率高于地区０,所以出于效率考虑,经济体中的

所有劳动力均在地区１参与生产是帕累托改进的,此时效率最优的人口流动规模为F t􀬈∗( )cen[ ] ＝
１,在相关参数的设定下对应的财政总收入为２τW１.此外,为使地区０的最后一单位人口(异质性流

动成 本 最 大 的 个 体,即tj ＝t－)也 流 向 地 区 １,则 向 地 区 ０ 提 供 的 福 利 性 支 出 应 当 不 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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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τ( ) φ １( ) t－[ ]W０/１ γ( ) ,此时地区０所有人口的流动净收益均不小于０,因而均有激励选择

流动.而在地区１,由于拟线性效用函数的设定,额外增加一单位生产性支出的净边际收益严格为

负,因此,中央政府应当设置 μ∗
１( )cen＝０,e∗

１( )cen为经济体财政总收入与 e∗
０( )cen的差值,即 e∗

１( )cen＝

２τφ １ τ( ) φ １( ) t－[ ]/１ γ( ){ }W０.

５．“户籍管制”模式的效率分析.在不存在公共政策体系时,人口流动的边际社会收益(也即全

部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提升部分,记为 SMB)等于人口流动的边际私人收益(记为 PMB),即

SMB＝PMB＝ W１ W０( ) .而 在 存 在 公 共 政 策 体 系 时,人 口 流 动 的 边 际 私 人 收 益 为:PMB＝

{１ τ( ) W１ W０( ) １ γ( )τW０ １ Ft􀬈( )[ ] }/１＋μ０( ) .此时SMB PMB＝{τ W１ W０( ) ＋ １ γ( )τ􀅰

W０ １ Ft􀬈( )[ ] }/１＋μ０( ) ＞０,也即当存在公共政策体系时,人口流动的边际社会收益严格大于边际

私人收益,故人口流动存在正外部性.而当Ft􀬈( ) ＝１时,二者的差值最小,而这正是中央计划者经济

的均衡结果,此时的公共资源配置虽然仍不能实现让社会福利回到最优水平的目标,但是相对最为逼

近,也即中央计划者经济的配置结果是满足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的次优解.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这个

次优解表述为“效率最优配置”.
“户籍管制”模式相比“效率最优配置”会造成显著效率损失,其根源在于人口流动正外部性所导

致的流动规模不足.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为竞争人口资源将采取差异化策略:人口流入地因缺乏

“用脚投票”机制,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性支出占比维持工资吸引力,但其公共服务排斥流动人口,因而

只有低异质性流动成本群体才会选择流入;人口流出地因技术劣势,则降低生产性支出占比以此增加

公共服务供给进而留住人口,同样仅有低异质性流动成本的群体选择流出.两地区竞争策略差异会

引发其财政支出分化并偏离“效率最优配置”,从而抑制人口流动并降低经济效率.
本文进一步考察人口流动对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定义δ＝e０/e１为两地区公共服务水

平差距的度量指标,则在“户籍管制”模式的均衡处存在:

δ∗ ＝
１
φ

􀅰１＋μ∗
１

１＋μ∗
０

􀅰１ Ft􀬈∗( )

１＋Ft􀬈∗( )
(２０)

式(２０)中,t􀬈∗ 、μ∗
０ 、μ∗

１ 为各内生变量的均衡值.分析易知,人口流动还会导致地区间公共服务差

距拉大.在户籍管理制度下,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纳税,却仍依赖流出地的公共服务,导致地方政

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错位.面对税基缩减,流出地政府往往通过挤占生产性支出来维持

公共服务,形成流动人口对流出地福利性支出的负外部性(对流入地则为正外部性).然而,生产性支

出下降与人口外流会抑制本地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可能完全抵消福利性支出占比提高而带来

的正面作用,反而降低流出地公共服务水平;流入地则因税基扩大,在较高生产性支出占比下仍能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这一机制将使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福利性支出差距持续拉

大,进而加剧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综上所述,本文可得到定理２:在“户籍管制”模式下,人口流动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分化,进而拉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
(二)其他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

１．“转移调剂”模式.在存在户籍管制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发展,现在假设存

在一个中央转移调剂制度,即从地区１调动金额为D 的转移支付资金到地区０,以此补偿人口流动背

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财政支出受益对象不匹配给地区０带来的财政负担.若令标准化后

的转移支付资金为d＝D/W０,则基于公共服务公平考虑的最优转移资金规模应满足e０ d( ) ＝e１ d( ) .
此时,地区０和地区１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平衡条件分别变为e０ d( ) ＝ τW０L０＋dW０( )/１＋μ０( ) ,

e１ d( ) ＝ τW１L１ dW０( )/１＋μ１( ) .
现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往往存在“趋同”现象[１７],而转移支付的分配

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地区间财力的均衡[１０],因而相比“户籍管制”模式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配置结

果,应有 e∗
０( )tra＞e∗

０ ,下标tra 表示“转移调剂”模式.此时,根据个体最优流动决策的一阶条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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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τ( ) φ １( ) １ γ( )e０ d( ) ]/W０可知,必有t􀬈∗( )tra＜t􀬈∗ ,即在“转移调剂”模式下,人口流动规模缩

小,以社会总收入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将进一步降低.这也意味着,旨在促进公共服务区域公平的转

移调剂制度,虽然能够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却是以损失经济效率为代价的.因此,基于“转
移调剂”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效率和公共服务公平目标间的冲突.

２．“户籍改革”模式.首先,为了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假定现在围绕流动人口完全市民

化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在改革之后,流动人口能够和流入地的户籍人口一样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待

遇,即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缴税,其所需公共服务也由流入地来提供.此时,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

不再具有属地化特性,个体最优流动决策的一阶条件变为t􀬈 ≡ １ τ( ) φ １( ) ＋ e１e０( ) ,其中ej＝
τWj/１＋μj( ) ,化简可得:

t􀬈＋
τW０

１＋μ０

τW１

１＋μ１

æ

è
ç

ö

ø
÷ ≡ １ τ( ) φ １( ) (２１)

针对式(２１)进行隐函数求导可得:

∂t􀬈

∂μ０
＝

τW０

１＋μ０( )２＞０;∂t
􀬈

∂μ１
＝

τW１

１＋μ１( )２＜０ (２２)

所以,∂L０

∂μ０
＝
∂L０

∂t􀬈 􀅰∂t􀬈

∂μ０
＝

１
t－

􀅰∂t􀬈

∂μ０
＜０;∂L１

∂μ１
＝
∂L１

∂t􀬈 􀅰∂t􀬈

∂μ１
＝

１
t－

􀅰∂t􀬈

∂μ１
＜０.

因此,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破除了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后,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也会成为

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用脚投票”机制效应开始凸显,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流入地生

产性支出占比提高反而会阻碍人口流动规模扩大.由于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仍为式

(１５),定义均衡时各内生变量为t􀬈∗( )ref、μ∗
０( )ref和 μ∗

１( )ref,分析可知 μ∗
１( )ref＜μ∗

１ ,即在户籍制度改

革实施以后,人口流入地的生产性支出占比相比改革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市民化转化使

得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责任的正外部性减弱,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增加导致该地区

生产性支出占比下降而福利性支出占比上升.同时,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出地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责

任的负外部性同样减弱,由于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减少,生产性支出占比相对提高.因此,根据式(１６)

和式(２１)可得t􀬈∗( )ref＞t􀬈∗ ,即在常住人口完全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后,人口流动规模相对

扩大,社会福利相比“户籍管制”模式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δ∗( )ref＝ １/φ( ) 􀅰 １＋ μ∗

１( )ref( )/１＋ μ∗
０( )ref( ) ,此时相比“户籍管制”模式下的配置结果,

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相对缩小,并且该差距仅与地区工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差异

相关.这是因为,在流动人口完全市民化以后,所有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得到

统一,故而人口流动不再成为影响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因素.因此,推动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制

度改革明显有助于改善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程度.
以上常住人口完全市民化的“户籍改革”模式设定过于理想,与中国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中央政

府虽出台多项制度推动户籍改革,但大城市因财政与公共服务压力,仍对流动人口设置落户门槛并提

供差异化公共服务[１８].因此,更符合实际的情形是⑥ :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由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共

同提供,设流出地提供 １ ω( )e０,流入地提供ωe１,则其享受总量为e􀬈＝ １ ω( )γe０＋ωe１.参数ω
０＜ω＜１( ) 反映流入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比重,其值越大代表户籍松绑程度越高、待遇越平

等.此时个体最优流动决策的一阶条件变为t􀬈 ≡ １ τ( ) φ １( ) ＋e􀬈 e０ ＝ １ τ( ) φ １( ) ＋ωe１

１ １ ω( )γ[ ] .此外,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平衡条件可知:

e０＝
τW０ １ Ft􀬈( )[ ]

１＋μ０( ) １ ωFt􀬈( )[ ]
;e１＝

τW１ １＋Ft􀬈( )[ ]

１＋μ１( ) １＋ωFt􀬈( )[ ]
(２３)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仍为式(１５).分析易知,在一般情形的“户籍改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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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其配置结果恰好介于“户籍管制”模式与常住人口完全市民化的“户籍改革”模式之间.此时,均

衡状态的流动人口规模仍旧大于t􀬈∗ ,而且流入地部分提供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也能显著改善流出地

的财政收支矛盾,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同样缩小,且随着户籍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户籍制度逐渐松

绑(ω→１),其配置效果将无限逼近于常住人口完全市民化的理想模式.综上所述,本文可得到定理

３:基于“户籍改革”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通过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相统

一,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同步提升与兼顾.

四、数值模拟分析

(一)参数校准

在上文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基于中国的现实数据来校准模型并识别相关参数,以此开

展进一步的政策模拟.由于本文采用了一个两地区模型,为与这一模型设定相统一,对于人口流入

率migration＞０的城市,本文假设其为模型中的地区１,而将人口流入率migration≤０的城市作为

地区０.
此外,模型中与主要变量存在关联的待校准的外生参数包括t－、τ、φ、α、γ、λ、ω 和∂Lj/∂μj.

对于个体异质性流动成本的上界t－,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关于流动人口投资落户门槛的测算结果

予以间接测度[１９],设定t－＝０．５.对于工资税税率τ,现有研究认为其取值为０~０．４[２０],考虑到在本文

中工资税是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故将其设定为τ＝０．４.对于相对工资φ,参考已有文献的取值[３],
设定φ＝１．３７９.对于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α,现有研究认为其取值为０~０．２[２１],考虑到长期以来

生产性支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妨设定α＝０．２.对于流动磨损γ,其数值往往与

户籍改革的进程有关,随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γ 将逐渐增大.不失一般性,在满足相关

参数条件的基础上不妨设定γ＝０．３.关于地方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参数λ,现有文献中并无

固定的取值,本文从低到高分别考虑以下几种情形:λ＝{０．５,１,１．５}.λ取值的大小反映了地方政府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相对重视程度,λ＝０．５表示更加重视经济发展,λ＝１表示对两者的重

视程度无差异,λ＝１．５表示更加重视社会福利.在基准情形中,本文设定λ＝０．５.对于户籍松绑程

度ω,参考已有文献[１８],从低到高分别考虑以下几种情形:ω＝{０,０．３,０．８}.ω 取值的大小同样与户

籍改革的进程有关,随着户籍制度放松,ω 取值随之增大,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程度提高.在基

准情形中本文设定ω＝０,同样表示此时的户籍管制程度最高.对于人口流动对生产性支出占比的反

应系数∂Lj/∂μj,可基于如下简约回归估计而得:migrationjt＝αj＋βjμjt＋εj,εj为随机扰动项,满足

Eεj( ) ＝０.然后根据βj的数值来推断∂Lj/∂μj的取值.
(二)数值模拟与政策实验

１．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影响.本部分主要检验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

置分化影响的存在性.在特定参数的设定上选取t－＝０．５、λ＝０．５、ω＝０,该情形对应于“户籍管制”公
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此时个体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地方政府相对偏好于经济发展.图１给出了人口

流动与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以及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之间的作用关系.横轴用均衡时的临

界个体异质性流动成本t􀬈∗ 来表示,t􀬈∗ 越大则说明流动人口规模Ft􀬈∗( ) 越大.在t－＝０．５的条件假设

下,F０．５( ) ＝１,此时地区０的所有人口都选择流动.
如图１所示,既定人口流动规模下,地区１的生产性支出占比始终高于地区０,与理论分析一致.

即在户籍管制下,不同流动情况地区的地方政府将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以争夺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该结果还表明,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这是因为,人
口持续流入的地区１因劳动力供给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生产性支出的边际收益下降,故理性政

府会降低生产性支出占比,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而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０,虽然劳动力减少导致经济

水平降低,但经济建设的边际影响增强,因此理性政府将提高生产性支出占比,减少福利性支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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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尽管两地区财政支出配置分化现象持续存在,但其程度随人口流动规模扩大而减小.

图１　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的影响

　　图１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即在户籍管制下,人口流动引发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

公共服务受众错位问题,会显著加剧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具体而言,当人口流动规模较小时,流
出地因福利性支出占比高,其公共服务水平可能暂时高于流入地;但随着人口持续外流,流出地税基

萎缩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即便福利性支出占比较高,仍难以抵消税基缩减的负面影响,公共服务水平

随之降低.与此同时,流入地税基随着人口流入不断扩大,推动其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最终,随
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不均等程度持续提高.

２．敏感性分析与政策实验.为避免参数设置的随意性对本文模拟结果稳健性可能产生的潜在干

扰,本文分别做了以下三方面的敏感性分析与政策实验:一是重新设定t－＝０．１５,以此探究个体异质性

流动成本上界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配置内生于其发展偏好,因
此进一步变换λ＝１和λ＝１．５以探究地方政府发展偏好可能发挥的作用;三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扩
大常住人口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与深度有助于推动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通过变换ω＝０．３和

ω＝０．８对此进行模拟验证.
结果显示⑦ :当t－＝０．１５时,地区间财政支出配置的分化现象依然存在,且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

而缩小,但公共服务不均等随之加剧.同时,地方政府发展偏好的变化并不改变人口流动影响财政配

置与公共服务差距的基本逻辑,但随着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社会福利(λ增大),两地区的生产性支出占

比均下降,导致地区１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更显著,这反而加剧了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在当

前中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民生福祉权重上升的背景下,这可能拉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更不利

于共同富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此外,随着户籍制度松绑(ω 增大),地区间公共服务

差距明显缩小.这表明户籍改革能有效剥离户口附带的公共服务权益,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与公共服务不匹配的问题:人口流入地承担更多公共服务供给职责,财政支出负担增加,平均公共服

务水平相对下降;人口流出地财政支出负担减轻,平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从而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

化.因此,户籍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基于公平和效率权衡的讨论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的经济福利效应,假设中央计划者既关注经济效率,也

有对社会公平的考虑,则新的社会福利函数SW
􀬈

取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

SW
􀬈

＝lnSW＋ρδ (２４)
式(２４)中,SW 仍为帕累托效率水平,表示社会福利会多大程度地考虑各个地区个体的实际总收

入,对应式(１８)中的社会福利函数.δ＝e０/e１指代社会公平度,仍旧用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来

衡量,以此表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中央计划者会多大程度关注不同地区人口之间公共服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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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因此,参数ρ∈ ０[ ,¥ ) 可用来衡量“公平—效率转换比”,定义ρ＝ΔlnSW/Δρ,该半弹性指标

的涵义为:中央计划者为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公平提升,愿意放弃百分之几的社会总收入.基于以上设

定,本文将进一步模拟分析中国历年来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关系,以及当

前所处的阶段位置.
首先,在给定t－＝０．１５、τ＝０．４、φ＝１．３７９、α＝０．２、γ＝０．３、λ＝０．５以及将地区０的工资标准化为１

的前提条件下,本文利用中国历年来两地区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以及地区间人口流动率的现

实数据,根据式(１５)和式(２３)估算出每年的户籍松绑程度参数ω.结果显示,在２０１４年及以前年份

中ω 的取值均显著为负;而自２０１４年以后,ω 的数值为正且小于１,并逐年递增.这说明,在２０１４年

以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配置模式相对偏向于本文理论分析中的“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区域协

调模式;在２０１４年以后,则相对偏向于一般情形下的“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其次,本文

利用以上各项参数,进一步计算出各年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结果的帕累托效率以及社会公平度.
其中,帕累托效率用两地区的总收入(上文中的SW)相对于“效率最优配置”的等价收入来代表,社会

公平度为两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比值(δ).最后,本文在图２中模拟了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间中国现实中

的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关系.图２中越靠近右侧的位置,效率越高;越靠近

上方的位置,公平性越佳.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年公平与效率权衡关系的模拟

　　如图２所示,从全时段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公共服务区域协调模式整体效率不

足,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和劳动力配置优

化,经 济 效 率 逐 步 提 升.分 时 段 看,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年期间中国相对偏向“户籍管制”模式,此
时面临显著的公平与效率权衡,这一时期平均

的“公平—效率”转换比为０．０３６,因此人口流

出地与流入地公共服务差距每降低１％,经济

效率提升３．６％.由于本文模型中效率提升主

要来自人口和劳动力再配置,但户籍管制下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错位,抑
制了人口流动,形成效率与公平兼容的内在矛

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更加注重追求效率,推动了人口流动,但也加剧了地区间基本公共

服务不均等.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国相对偏向“户籍改革”的模式,并在效率与公平上均取得进展,未出

现两者间的权衡冲突.２０１４年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深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推进,缓解了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众错位问题,削弱了人口流动对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此

时,以市场机制驱动的人口流动可兼顾效率提升与公平促进.总体来看,自２０１４年以后该模式已取

得积极成效,但对标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以及经济效率提升潜力,仍有广阔的优化空间.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与人口流动选择理论,分析了人口流动如何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分化与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并探讨比较了“户籍管制”“转移调剂”以及“户籍改革”三种公共服

务区域协调模式的经济福利效果.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模式下人口流动衍生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来源与公共服务不匹配问题,将显著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置分化与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拉大,并
面临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转移调剂”模式虽然能够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进而促进公平,但其会

降低人口流动规模并导致效率最低;“户籍改革”模式通过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服务受

众相统一,则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提升与兼顾.基于现实数据的模拟分析显示,２０１４年后中国已从

“户籍管制”模式转向“户籍改革”模式,步入公平与效率相容阶段,但距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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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距,经济效率提升潜力仍有较大释放空间.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转移支付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

度安排,在消弭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作用显著,但本文显示“转移调剂”模
式经济效率最低.因此,转移支付应定位为辅助手段,重点针对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务缺口进行精准

补偿,避免过度依赖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损失.第二,基于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配

置的差异特征,建议实施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方式.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可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公共服

务供给与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等方面的考核;对于人口流入地区,则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统筹兼顾

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与常住人口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构建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差异化考核机制,为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第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共同富裕目标,
应构建以“户籍改革”模式为核心、兼顾“转移调剂”模式的政策组合.具体而言:一是深化户籍改革,
降低人口迁移摩擦成本,推动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以释放劳动力再配置红利;二是优化转移调剂制

度,借鉴“转移调剂”模式的均等化效果,建立与人口流动规模和公共服务需求挂钩的财政资源统筹模

式,但控制调剂规模以平衡效率,由此达到在保障社会公平的同时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注释:

①２０１４年７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着重强调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流动人口权
益,充分体现了公共服务对保障和促进人口流动的重要意义.

②因篇幅所限,相关回归结果未展示,留存备索.
③为简化计算,在本文中假定地方政府仅通过开征工资税来为财政支出融资,故而这里的工资税率也可以视为地区总的地方税

率或税收负担率.
④地区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制度约束下劳动力的非完全流动有关,也即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张熠等测算显

示[３],中国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平均工资比为１．３７９.
⑤μj＞１,说明生产性支出规模大于福利性支出;μj＝１,表示二者无差异;μj＜１,则说明生产性支出规模小于福利性支出.
⑥２０２５年６月,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

提供,具体通过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和完善转移接续等方式推行.
⑦因篇幅所限,相关图例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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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MobilityandAllocationofLocalGovernmentFiscalExpenditures:
DiscussionontheOptimalCoordinationModelofPublicServiceAreas

LVYang　NIEZhengyan
(SchoolofEconomics,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７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Understanding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tionmobilityandlocalgovernＧ
mentfiscalexpenditureisthepremiseandfoundationforoptimizingregionalcoordinationpolicies
forpublicservices．Thispaperidentifiesthatpopulationmobilitycanleadtothedifferentiationof
localfiscalexpenditure,andbasedontheframeworkofasymmetricregionalcompetitionandthe
theoryofpopulationmobilitychoice,analyzeshowpopulationmobilityaffectstheallocationoflocal
governmentfiscalexpenditureandthegapinpublicservicesbetweenregions．Thestudyfindsthat
underthehouseholdregistrationmanagementsystem,populationmobilitywillleadtoamismatch
betweenthesourcesoflocalgovernmentfiscalrevenueandtherecipientsofpublicservices,causing
differentiationintheallocationoflocalgovernmentfiscalexpenditureandwideningthegapinpublic
servicesbetween regions．A comparison ofthe economic welfare effects ofthree regional
coordinationmodelsforpublicservicesrevealsthat:the＂registeredresidencereform＂modelfalls
shortofParetooptimality,butitbalancesrelativelyhigheconomicefficiencywithsocialequity;the
＂transferandadjustment＂modelismostconducivetosocialequitybuthasthelowesteconomiceffiＧ
ciency;the＂registeredresidencecontrol＂modelfacesatradeＧoffbetweenequityandefficiency．NuＧ
mericalsimulationresultsindicatethatChinahasshiftedfromthe＂registeredresidencecontrol＂
modeltothe＂registeredresidencereform＂modelafter２０１４,enteringaphasewhereequityandeffiＧ
ciencyarecompatible．Althoughthecurrentmodelhasachievedsignificantresults,itisstillnecesＧ
sarytocontinuedeepeningreformsaroundthepolicydirectionof＂improvingthepublicresourcealＧ
locationmechanismthatmatchesthepermanentresidentpopulation＂,furtherunleashingthepotenＧ
tialforeconomicefficiencyimprovementwhilepromotingthegoalofequalizingbasicpublicservＧ
ices．
Keywords:PopulationMobility;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CommonProsperity;Fiscal
ExpenditureAllocation;Regional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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